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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
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张卫国　程　实

摘要: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重要标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５年的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指标以及经

济、社会等因素之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以及基于条件混合过程

(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稳健的.女性、南方居民、城市

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逐步检验法和 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见,语言能力具

有幸福效应.国家应该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推广,为民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服务

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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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

９９万亿元,人均 GDP突破１万美元大关.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事业和民生事业也取

得重大进展.２０２０年中国消灭了绝对贫困,开始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因此,在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同

时,人们更加关注精神和情感层面的富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在此背景下,协调好经济发展与居民不断提高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切实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至
关重要.

语言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① .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语言能力对于劳

动者收入、婚姻家庭及社会融入等都有重要的影响② ③ ④ ,从而引发人们对于语言与身心健康、生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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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及主观幸福感等变量关系的关注①②③.但是目前国内有关语言的经济学或社会学研究多注重

分析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对劳动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④⑤,鲜有关于语言能力与生活满意度和幸

福感等关系的研究;而国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虽然众多,也尚未有文献从语言能力的角度进

行考察.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除了健康、教育、收入、家庭等人口和社会学指标因素之外,语言能力是否有

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机制和途径又是什么? 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是否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文利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

(CGSS),考察了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有序probit模型及 OLS回归结果均

表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和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

工具变量回归表明,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是稳健的.进一步地,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

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而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ping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心
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是普通话能力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二、语言能力与主观幸福感:机制假说与推论

幸福感是众多因素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主观感受,总的来说,它受到“个体内部因素”和“外在环

境因素”两个维度的影响.个体内部因素主要指个人的心理状态及个体特性影响主观幸福感,外在环

境因素指幸福除了受个体自身因素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外在物质环境,如经济收入的影响.语言则具

有社会、心理、文化等广泛的价值属性,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外在因素存在交集.因此我们猜测,语
言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如果产生关联,至少存在以下两个影响机制途径.

(一)语言交流有助于培育良好的心理和情感状态,有利于增进生活满意度

第一,健康是生命的基础,是幸福的前提.然而,医患间存在沟通障碍是导致患者健康水平下降

的重要因素之一⑥⑦,尤其是在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时,个体本身就可能对心理咨询与治疗存在抵触情

绪,叠加如不能清晰表述自己的病情、无法与医护人员有效沟通,将难以获得及时有效救治.有研究

发现身心健康因素与人们的幸福感呈高度正相关关系⑧,而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增进医患沟通进而

改善健康状况⑨,这意味着语言可以通过影响心理健康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第二,流畅的语言能力能

够扩大社交网络,获得情感支持.Kawachi等研究了社交网络对于心理健康和心理困扰的影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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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朋友之间顺畅的沟通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可与情感支持,催生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提高生活

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①.第三,语言可以帮助个体迅速适应生活环境、熟悉社会文化、克服恐惧心理

并增进心理适应能力、产生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参与感②,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可以增强他们

的社会融入③,而文化认同等有助于为个人提供清晰的原型、建立个人身份,进而实现自尊和幸福④.
如若无法熟悉社会文化,不能融入社会,个体的孤独恐惧心理极有可能使其难以拥有幸福的感受.第

四,良好的语言能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不良情绪、减少歧视和压力.Gee等研究发现,拥有较

差语言水平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受到歧视、遭受更多的压力、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不公平待遇,对身心健

康和生活质量具有不利影响⑤.
综上,良好的语言能力有利于扩大社会关系网络,改善身心健康,增强社会文化认同、减少压力与

歧视,而它们与幸福感密切相关的一个共同指向是有助于培育良好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因此,我们提

出本文研究的第一个推论.
推论１:语言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改善心理和情感健康是语言能力影响主观

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可提高劳动收入,有利于增强主观幸福感

语言能力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力市场就业及人们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⑥.一方

面,国内外学者对于语言能力影响收入、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达成共识⑦,相关研究内容主要涉及

外语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双语或多语对收入的影响,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对收入的

影响等多个方面.从语言能力影响收入的路径维度来看:首先,语言能力能够节约求职就业时搜集信

息的时间以及经济成本⑧.求职者清晰地表述自己的个人情况、能力与优势,搜寻与自己相匹配的工

作岗位,充分获得目标岗位的有效信息,能够缩短寻找工作的时间、降低寻找工作的成本,否则只会加

剧求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其次,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工作中的交流沟通,
迅速掌握工作技能,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经济状况.再次,拓宽和改善就业渠道是语言能力影

响收入的另一个重要途径⑨.语言能力较差会限制劳动者的工作选择,然而提高语言能力可以克服

这些阻碍.最后,语言能力能够扩大社交网络,提高社会资本,从而有助于获得更多外部信息和晋升

机会,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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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大量文献证实了收入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尽管一些国家存在着幸福 收入悖

论①,但是世界范围内收入似乎与生活评价密切相关②.Jebb等利用１７０余万人的大样本数据研究发

现,生活评价的满足点发生在９５万美元左右,而情感幸福的满足点发生在６万至７５万千美元之

间③.这表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基本的心理需求.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加大会

降低人们的幸福感④⑤;而对于我国而言,经济增长期间的民众幸福感总体上随着收入提高呈上升

趋势⑥.
综合上述两条线索,我们认为收入是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另一重要渠道.语言能力不仅

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还通过影响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发生关联.因此,我们提出本文

第二个推论.
推论２:语言能力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增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方法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的两个截面数据.该调查系统、全面

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其核心数据包含家庭成员关系、就业、人口及健康等共

１０多个模块,覆盖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及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数据

库之一.该调查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分别包含有效问卷１１７６５份和１０９６８份,经数据清理并剔除无效

和异常值数据之后,我们最终获得７７０３(CGSS２０１２)和６４０４(CGSS２０１５)个有效样本.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幸福感通常使用对生活整体满意度的问题来衡

量,并且可以与经济学中常用的效用框架联系在一起⑦.CGSS调查询问“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

是否幸福?”,选项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次序

分别赋值１ ５.解释变量是普通话能力.根据国家语委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
对于普通话等级的认定主要看朗读和自由交谈时语音是否标准,词汇、语法是否正确无误,语调是否

自然,表达是否流畅.通俗地讲,普通话能力主要指口语表达(即,说)的能力.因此,我们提取了

CGSS关于说普通话能力的问题,选项按“完全不能说”“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很好”依次赋值

１ ５.虽然自评语言能力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文献中是最常用的指标衡量

方法之一,能够较为充分和有效地反映出个体语言能力水平.
控制变量方面,我们考虑人口学、经济、社会、宗教、身体健康等方面因素,加入了性别、年龄、年龄

平方、民族、婚姻、受教育年限、宗教信仰、收入、家庭经济地位、社会公平 、城乡地区、户籍、健康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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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pp．１４３１１４４７．



控制变量,详细见表１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５年幸福程度的均值分别为３８０和３８５,稍呈上升趋势;相比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年普通话表达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从３２１提升至３３１),但均介于“一般”和“比较好”之间,说
明受访者普通话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两个年份样本中的男性略多于女性,平均年龄为４５岁左右,绝大多数为汉族,８２％以上的

受访者已婚,约１０％左右的人有宗教信仰,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９５年,健康得分的均值为３７分左

右,５７％左右的受访者居住在城市,４０％左右的受访者具有城市户口,受访者对于社会公平和家庭经

济地位的认同较低,平均得分分别在３０和２６左右.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１
非常不幸福为１,比较不幸福为２,说不上幸

福不幸福为３,比较幸福为４,非常幸福为５
３．８０４５ １ ５ ３．８５４０ １ ５

主观幸福感２ 不幸福为０,幸福为１ ０．７５４４ ０ １ ０．７７４０ ０ １

核心解释变量

普通话表达１
完全不能说为１,比较差为２,一般为３,比较

好为４,很好为５
３．２０７７ １ ５ ３．３１１２ １ ５

普通话表达２ 不好为０,好为１ ０．３８９２ ０ １ ０．４３５５ ０ １

控制变量

性别 女为０,男为１ ０．５４３３ ０ １ ０．５１６９ ０ １

年龄 被访者的年龄 ４４．５９６１ １８ ６５ ４５．０５１４ １８ ６５

民族 非汉族为０,汉族为１ ０．９１８５ ０ １ ０．９２０４ ０ １

婚姻 未婚为０,已婚为１ ０．８４８８ ０ １ ０．８２０６ ０ １

宗教信仰 无为０,有为１ ０．１２４６ ０ １ ０．０９９２ ０ １

教育年限 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９．４５１３ ０ １９ ９．５８３４ ０ １９

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为１,比较不健康为２,一般为３,比
较健康为４,很健康为５

３．６７２３ １ ５ ３．７７２３ １ ５

城乡 农村为０,城市为１ ０．５５１５ ０ １ ０．６０２０ ０ １

户籍 农业户口为０,非农业户口为１ ０．４３５４ ０ １ ０．３７５５ ０ １

社会公平
完全不公平为１,比较不公平为２,一般为３,
比较公平为４,完全公平为５

２．９９９７ １ ５ ３．１５３３ １ ５

家庭经济地位

远低于平均水平为１,低于平均水平为２,平
均水平为３,高于平均水平为４,远高于平均

水平为５
２．６４６１ １ ５ ２．６８４７ １ ５

收入对数 被访者上一年总收入的对数 ９．５４８８ ４．６０５２ １３．８１５５ ９．９０４５ ４．３８２０ １６．１１７２

观测值 ７７０３ ６４０４

(二)模型和方法

由于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取值１ ５的有序离散变量,本文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基准方程可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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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

happiness∗
i ＝α＋βmandarini＋γxi＋εi (１)

其中,happiness∗
i 表示潜在的主观幸福感,mandarini表示普通话表达能力,xi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α、β、γ 为待估计参数,εi表示随机扰动项.
尽管happiness∗

i 为潜在的主观幸福感,但其与我们可观测的有序数列happinessi具有如下关系:

happinessi＝F happiness∗
i( ) ＝

１　　 happiness∗
i ＜r１

２　r１£happiness∗
i ＜r２

３　r２£happiness∗
i ＜r３

　　

J　　rJ－１£happiness∗
i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２)

其中happinessi为离散数组{１,２,,J},代表第i个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r１~rJ－１为待估的切点参

数,将happiness∗
i 划分为J 个区间,这样,happiness的第i个观测值j 落入某一区间的概率可以表

示为:

P(happinessi＝j)＝

Fr１－α－βmandarini－γxi( ) J＝１
Frj－α－βmandarini－γxi( ) －Frj－１－α－βmandarini－γxi( )２£j£J－１



１－Frj－１－α－βmandarini－γxi( ) j＝J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３)

将变量进行替换,可得:

happinessi＝Fα＋βmandarini＋γxi＋εi( ) 　　i＝１,２,,N (４)
根据上式,我们可以写出第i个观测值j所对应的似然函数:

lnL＝∑
N

i＝１
∑
J

j＝１
ln[Frj －α－βmandarini－γxi( ) －Frj－１－α－βmandarini－γxi( ) ] (５)

最后,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可以得到有序Probit模型的系数α、β、γ 和rj(j＜J).
为保证回归结果真实可靠,我们对主观幸福感和普通话能力分别设虚拟变量(得分４ ５的取值１,

代表为幸福和普通话能力好;得分１ ３取值０,代表不幸福和普通话能力不好)在保留所有控制变量的

前提下,利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了扩展性回归分析,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需要指出,由于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遗漏变量、测量误差以及变量互为因果等因素,上述基准

回归可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忽略了社交圈、生活习惯、个人性格等方面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而且,不同居民对幸福可能拥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因此,居民对

幸福的理解、感知和判断存在差异会导致测量误差;最后,主观幸福感较高的个体,可能更加自信且乐

于与他人进行沟通,表达所思所想,会进一步提高普通话能力,导致回归结果存在偏差.为克服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上述回归之后,我们还利用工具变量方法对普通话能力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内生性

进行了纠正.有关工具变量的选取及检验,详见下文“稳健性检验”部分的相关说明.

四、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２第(１)(６)列首先汇报了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FerrerＧIＧCarbonell和Frijters指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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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模型设定正确,OLS估计与有序Probit模型估计并无优劣之分①,而且 OLS回归结果的系数更加直

观,便于解释.因此,在表２第(７)(８)列我们也给出了 OLS回归结果,与有序Probit模型结果形成

对比.我们看到,各方程中普通话能力的系数均为正,且在１％水平下显著,表明普通话能力与主观幸

福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控制变量中,性别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相比女性,男性的幸福感更低;年龄平方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年龄与幸福呈 U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感先下降再上升,中年群体的幸福感最低,
可能由于他们既要承担子女抚养、入学,家庭开支等责任,也要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生活压力较大,幸
福感较低,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吻合;婚姻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伴侣能给个体带来情感支持和经济保

障,增加抵御风险能力,因此已婚也能提高幸福感;民族和户籍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教育年限、宗
教信仰、城乡系数并不总是显著,表明文化因素和区域因素对幸福感影响不具有稳健性;经济因素中,
收入、经济地位越高,更幸福的概率越大,表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等物质财富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具

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健康水平越高,幸福程度越高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健康作为一种人力资本,
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的基础;社会因素中,居民身处的社会环境越公平,越容易产生幸福感受,
表明良好的人文和社会环境也会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表２ 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

Oprobit OLS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普通话表达
０．１０３１∗∗∗

(９．７２１６)
０．０６２８∗∗∗

(５．０１３２)
０．０６２７∗∗∗

(４．８０３８)
０．１２００∗∗∗

(９．９２６３)
０．０６６２∗∗∗

(４．５７５５)
０．０５４７∗∗∗

(３．６３５７)
０．０３８６∗∗∗

(４．４７７７)
０．０３１７∗∗∗

(３．３０８５)

性别
０．０８０２∗∗∗

(３．０８９５)
０．１０３９∗∗∗

(３．８３０３)
０．０９４０∗∗∗

(３．３１５４)
０．１０５９∗∗∗

(３．５８９１)
０．０６８２∗∗∗

(３．８１２６)
０．０６３２∗∗∗

(３．３６８８)

年龄
０．００３１∗∗

(２．５４８８)
０．００１９
(１．４３５１)

０．００７９∗∗∗

(５．８９３２)
０．００５５∗∗∗

(３．９０３５)
０．００１１
(１．３３９７)

０．００３４∗∗∗

(３．７４３２)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７∗∗∗

(７．７４４０)
０．０００７∗∗∗

(７．０６０３)
０．０００９∗∗∗

(９．３５２２)
０．０００９∗∗∗

(８．６１０９)
０．０００４∗∗∗

(７．１７４７)
０．０００６∗∗∗

(８．７８６３)

民族
０．０６０１

(１．２６７５)
０．０１８６

(０．３８２８)
０．０４９１
(０．９１８４)

０．０５７６
(１．０５５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３２８
(０．９４４７)

婚姻状况
０．４６７５∗∗∗

(１１．９５９８)
０．４０６１∗∗∗

(１０．１６２７)
０．４３４０∗∗∗

(１０．７７５４)
０．３９３６∗∗∗

(９．５７１５)
０．２８６３∗∗∗

(１０．７６６７)
０．２６４１∗∗∗

(１０．０３３０)

宗教信仰
０．０５５４
(１．４１７０)

０．０７３３∗

(１．８４３８)
０．２１５４∗∗∗

(４．４２７０)
０．２２７５∗∗∗

(４．６１４２)
０．０２６８
(１．０１８１)

０．１４０２∗∗∗

(４．４８６６)

教育年限
０．００９８∗∗∗

(２．７０２７)
０．００３９
(０．８９６５)

０．０１７３∗∗∗

(４．３２５９)
０．００６９
(１．４９５２)

０．００４５
(１．５８０７)

０．００５２∗

(１．７７８０)

健康状况
０．２４４５∗∗∗

(１８．０９４３)
０．１８６８∗∗∗

(１３．３８７２)
０．２８１４∗∗∗

(１８．５８６５)
０．２２７９∗∗∗

(１４．６３０６)
０．１２６０∗∗∗

(１３．７３５２)
０．１５３３∗∗∗

(１５．５５４７)

城乡
０．０６６９∗

(１．９１００)
０．０５０３

(１．３６０１)
０．０４６４∗∗

(２．０１１９)
０．０３２５

(１．３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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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

Oprobit OLS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户籍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１２９
(０．３４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３８
(０．１５６３)

社会公平
０．２８３２∗∗∗

(２２．７６０９)
０．２７３５∗∗∗

(１８．７９５５)
０．１９３０∗∗∗

(２４．０２８３)
０．１８５２∗∗∗

(２０．３２３３)

家庭经济地位
０．３１８１∗∗∗

(１６．２９１４)
０．３１３８∗∗∗

(１４．１８８５)
０．２１８８∗∗∗

(１７．１４７７)
０．２１５４∗∗∗

(１５．４２０６)

收入对数
０．０７３２∗∗∗

(４．７４６１)
０．０４５１∗∗∗

(２．８９０３)
０．０５３１∗∗∗

(５．２２１６)
０．０３１６∗∗∗

(３．１８８９)

Constant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PseudoR２/(R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３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４)

观测值 ７,７０３ ７,７０３ ７,７０３ ６４０４ ６４０４ ６,４０４ ７,７０３ ６４０４

　　注:考虑到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非线性影响,年龄平方项也被放入模型.为降低多重共线性,此处将年龄进行中心

化处理.∗∗∗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t值.常数项略.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变量法.首先,表３的第(１)(２)列是将普通话表达能力和主观幸福感设为虚拟变量,得分

１ ３取值０,得分４ ５取值１,进行Probit回归的结果.与前面的有序Probit回归结果一致,普通话表

达能力系数显著为正,因此不同研究方法均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即普通话表达能力有助于提升主观幸

福感.
其次,普通话听力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代表个人的普通话水平,因此考虑将解释变量替换为

普通话听力能力,再次进行有序Probit和 OLS回归.与表２形成对照,结果见表３的第(３)(６)列,
普通话听力能力系数依然为正,在１％条件下显著.需要指出的是,CGSS２０１２和CGSS２０１５普通话

听力能力的系数都大于普通话表达能力的系数,说明相比表达能力,听力能力可能对幸福感的影响更

大.原因在于,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及与人交往过程中,相比于表达,听得懂对于工作的执行、知识

的获得、生活有序地进行更加重要,“无法聆听”更容易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通过对比表

２和表３,我们发现不同方法以及替换解释变量均能证实普通话能力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

表３ 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

Probit Oprobit OLS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普通话表达
０．１５４７∗∗∗

(３．９７５８)
０．１０７９∗∗

(２．４７９８)

普通话听力
０．１０８８∗∗∗

(７．５５８５)
０．１１９６∗∗∗

(７．１６５４)
０．０６１９∗∗∗

(６．５１２８)
０．０６７８∗∗∗

(６．３８９１)

性别
０．０９６１∗∗∗

(２．７０９９)
０．０９２４∗∗

(２．３４９７)
０．１０５９∗∗∗

(３．９１０５)
０．１０４７∗∗∗

(３．５５３６)
０．０６９９∗∗∗

(３．９２０９)
０．０６２４∗∗∗

(３．３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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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变量

Probit Oprobit OLS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年龄
０．００５５∗∗∗

(３．２２９８)
０．００７０∗∗∗

(３．６５３８)
０．００１９
(１．４３４３)

０．００５９∗∗∗

(４．１４３３)
０．００１１
(１．３０１０)

０．００３５∗∗∗

(３．９４４９)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７∗∗∗

(５．５６０７)
０．０００８∗∗∗

(６．０７２９)
０．０００７∗∗∗

(７．２１７５)
０．０００９∗∗∗

(８．７４１７)
０．０００５∗∗∗

(７．３１２５)
０．０００６∗∗∗

(８．９０７２)

民族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１５８
(０．２１９９)

０．０３４６
(０．７１２６)

０．０４２３
(０．７７３７)

０．００８２
(０．２５６８)

０．０２４３
(０．７０１０)

婚姻状况
０．４６３３∗∗∗

(９．２５９３)
０．５０９６∗∗∗

(９．７７０７)
０．４０６３∗∗∗

(１０．１６４９)
０．３９１０∗∗∗

(９．５０１５)
０．２８５３∗∗∗

(１０．７５００)
０．２６１６∗∗∗

(９．９５８８)

宗教信仰
０．０１３７

(０．２６５８)
０．１７８３∗∗∗

(２．６８１３)
０．０７４４∗

(１．８６９７)
０．２２５０∗∗∗

(４．５５９９)
０．０２７４
(１．０４３６)

０．１３８６∗∗∗

(４．４４４７)

教育年限
０．０１８４∗∗∗

(３．２９９５)
０．０２０７∗∗∗

(３．４５５２)
０．００２０
(０．４６５５)

０．００４１
(０．９００２)

０．００３７
(１．３０１８)

０．００３７
(１．２７４８)

健康状况
０．１９２４∗∗∗

(１０．７６９２)
０．２３７１∗∗∗

(１１．７５０６)
０．１８５４∗∗∗

(１３．２８０４)
０．２２１９∗∗∗

(１４．２０９３)
０．１２５０∗∗∗

(１３．６３９８)
０．１４９５∗∗∗

(１５．１６０５)

城乡
０．１１５９∗∗

(２．５３６６)
０．１１８２∗∗

(２．４２２０)
０．０６２６∗

(１．７９０６)
０．０４４７

(１．２０９５)
０．０４３４∗

(１．８９０７)
０．０２９２

(１．２４１０)

户籍
０．００５５

(０．１１９８)
０．０５８４
(１．１５２９)

０．００３８
(０．１０７０)

０．００９８
(０．２５８１)

０．００２６
(０．１１０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９６５)

社会公平
０．３２３０∗∗∗

(２０．２８８７)
０．３２９０∗∗∗

(１７．５２８５)
０．２８３２∗∗∗

(２２．７５１３)
０．２７７１∗∗∗

(１９．００７３)
０．１９２７∗∗∗

(２４．０２８１)
０．１８６６∗∗∗

(２０．５１７７)

家庭经济地位
０．３５２８∗∗∗

(１４．１１０７)
０．３５９７∗∗∗

(１２．４９４６)
０．３１７５∗∗∗

(１６．２５０３)
０．３１１８∗∗∗

(１４．０８７８)
０．２１８１∗∗∗

(１７．１１０２)
０．２１３７∗∗∗

(１５．３３２５)

收入对数
０．０８０９∗∗∗

(４．０６８３)
０．０３５０∗

(１．６９８０)
０．０７４５∗∗∗

(４．８５５５)
０．０４３５∗∗∗

(２．８００６)
０．０５４１∗∗∗

(５．３５６２)
０．０３０６∗∗∗

(３．１０９１)

Constant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PseudoR２/(R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５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６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８)

观测值 ７,７０３ ６,４０４ ７,７０３ ６,４０４ ７,７０３ ６,４０４

２．工具变量法.上文“模型与方法”中提到,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会因遗漏变

量、测量误差以及变量的反向因果等而产生内生性问题.解决内生性问题较为有效的方法是工具变

量法.其中,适用于连续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最为常见,但是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

是有序的离散变量,因此考虑使用 Roodman提出的条件混合过程方法(ConditionalMixedProcess,
以下简称“CMP”)①对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进行工具变量估计.该方法在学界已经广泛应用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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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RoodmanD．,“FittingFullyObservedRecursiveMixedＧProcessModelwithCMP”,TheStataJournal,２０１１,２９(２),pp．
１５９２０６．
祝仲坤、冷晨昕:«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来自CSS２０１３的经验证据»,«经济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叶金珍、王勇:«相亲结婚真的靠谱吗———基于CFPS２０１４数据的研究»,«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条件混合过程以似不相关回归为基础,基于极大似然估计,通过构建递归方程组对模型进行估

计.估计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估计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普通话表达能力的相关性;第
二阶段,将第一阶段估计结果代入模型,根据内生性检验参数atanhrho_１２判别普通话能力的外生性,
若该参数显著异于０,则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CMP估计结果更为准确,反之,则表示基准模型不

存在内生性问题,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可信.进行CMP估计之前,应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工

具变量的选择,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普通话表达能力相关,与被解释

变量 主观幸福感不相关,与其他解释变量和误差项不相关.
基于这一原则,我们考虑将报纸使用频率、母亲受教育年限以及同一地级市层面除受访者以外的

其他人平均普通话水平三个变量,作为本研究的工具变量.首先,报纸是标准普通话的载体,经常读

报可能会对人们的普通话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同时普通话表达能力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还涉及语言

组织能力,经常阅读报纸可以增强词汇运用与组织能力进而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因此报纸的使用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受访者对标准普通话的掌握情况①,我们将其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其次,有研究

发现父母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子代的语言使用②.考虑到母亲对于子女的陪伴相对较多,
语言上的交流也多,对子女语言能力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我们使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第二个工具

变量.最后,借鉴语言经济学领域已有文献的做法③,同一地区内受访者的平均普通话水平可以反映

出他们真实的语言能力,但与幸福感无关.因此,我们将来自同一省市的其他人(受访者本人除外)的
普通话能力平均值作为第三个工具变量指标.

表４汇报了采用CMP模型估计的工具变量回归,CGSS２０１２和 CGSS２０１５的内生性检验参数

atanhrho_１２均在１％条件下显著,表明基准回归有序 Probit模型存在内生性,CMP回归结果更有

效.进一步可以看出有序 Probit模型和 CMP模型方法估计的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符号一致,但

CMP方法的估计系数更大一些,可能是回归中向下的衰减偏误超过因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内生性

问题产生的向上偏误导致的,此现象在劳动经济学、语言经济学相关文献中较为常见④.这也反映出

有序Probit模型的基准估计结果可能偏低了,而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真实影响更大.

表４ 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名称
CMP模型—CGSS２０１２ CMP模型—CGSS２０１５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普通话表达
０．１２７５∗∗∗

(４．８８７０)
０．２２１３∗∗∗

(６．８７０３)

报纸使用频率
０．０５５９∗∗∗

(５．９６７１)
０．０５９７∗∗∗

(５．５０６６)

母亲教育年限
０．０１２１∗∗∗

(４．１４５５)
０．０１０３∗∗∗

(３．２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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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卫国、李晓文:«语言能力与择地就业质量:基于普通话的工资效应及其地域差异的考察»,«宏观质量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WangW．,CurdtＧChristiansenX．L．,“LostinTranslation:ParentsasMedium TranslatorsinIntergenerationalLanguage
Transmission”,CurrentIssuesinLanguagePlanning,２０２０,２２(４),pp．４８７４９４．
ZhangW．G．,LienD．,“EnglishListening,Speaking,andEarningsAmongWorkersinUrbanChina”,EducationEconomＧ
ics,２０２０,２８(２),pp．２１１２２３．
刘国辉、单宝刚、张卫国:«普通话能力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来自 CGSS的经验证据»,«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续表４

变量名称
CMP模型—CGSS２０１２ CMP模型—CGSS２０１５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同市其他人平均普通话水平
０．９６８８∗∗∗

(４９．２１３３)
０．８９６５∗∗∗

(３９．１９１７)

atanhrho_１２
０．０７３４∗∗∗

(２．８５０３)
０．１７７４∗∗∗

(５．７０２８)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检验 ８９９５．７１ ７５０７．３８

观测值 ７７０３ ６４０４

　　注:限于篇幅,表中只列出了普通话表达能力的CMP回归结果,其他变量回归结果略.数据备索.下表同.

(三)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普通话能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我们将样本进行分

组回归.
在性别分组中,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内生性检验参数atanhrho_１２均显著,说明性别分组存在

内生性,CMP结果更具有借鉴意义.普通表达能力均为正且显著,但是在CGSS２０１２和CGSS２０１５
中,女性的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都比男性大,可能因为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多从事服务行业,流利的普

通话便于与客户及领导进行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女性也投入更多精力与子

女、长辈以及朋友进行沟通,准确表达内心想法格外关键,因此女性普通话表达能力相比男性对幸福

感影响更大.见表５.

表５ 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性别分组)

CMP模型—CGSS２０１２ CMP模型—CGSS２０１５

男 女 男 女

普通话表达
０．１０２３∗∗∗

(２．９０７７)
０．１６０６∗∗∗

(４．１０３１)
０．１７９７∗∗∗

(３．９３６１)
０．２５６２∗∗∗

(５．５９７５)

atanhrho_１２
０．０６６９∗

(１．９２４４)
０．０８５２∗∗

(２．２０７７)
０．１３７６∗∗∗

(３．１７７３)
０．２１３３∗∗∗

(４．７５７２)

第一阶段估计—普通话表达能力

报纸使用频率
０．０４５３∗∗∗

(３．７３２０)
０．０７６８∗∗∗

(５．２１７２)
０．０６６４∗∗∗

(４．６８９５)
０．０５１８∗∗∗

(３．０６８９)

母亲教育年限
０．０１０２∗∗∗

(２．５８９４)
０．０１３１∗∗∗

(３．０１１０)
０．００５１
(１．１６２６)

０．０１５８∗∗∗

(３．３８１２)

同市其他人平均普通话水平
０．９９９９∗∗∗

(３６．９１３０)
０．９２９２∗∗∗

(３２．４５１５)
０．８９５１∗∗∗

(２８．３９８６)
０．８９７２∗∗∗

(２７．０４５７)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检验 ４３２２．５７ ４７７２．１９ ３４２０．３８ ４１７１．５２

观测值 ４１８５ ３５１８ ３３１０ ３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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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区分组,本研究借鉴了两种统计口径,一种是以秦岭 淮河分界线作为南北方的界定标

准①,另一种是以«中国语言结构地图集»中对方言区的划分为界定标准②,将样本分为北方方言区组

(官话区)和非北方方言区组(非官话区).以上两种划分标准中,地区分组和方言区分组的条件混合

过程结果均显示,相比于北方地区居民,南方地区居民的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更大,对幸福感影响更

大(见表６).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语言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区内部包含众多方言及少数民

族语言,但从整体上看,北方地区的普通话水平高于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居民难以准确倾听和流畅表

达普通话会使其职业选择、日常交流、社会适应等方面受到限制,不利于形成良好心理状态,幸福感

较低.

表６ 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地区分组)

根据秦岭 淮河分界线地区分组(CMP) 根据«中国语言结构地图集»方言区分组(CMP)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南方 北方 南方 北方 非北方方言区 北方方言区 非北方方言区 北方方言区

普通话表达
０．２５３１∗∗∗

(４．０７７５)
０．００６５
(０．２１６６)

０．３０３４∗∗∗

(４．４２９５)
０．０２９８
(０．７４３９)

０．４１００∗∗∗

(４．１４６５)
０．１０６３∗∗∗

(３．９４７４)
０．２８２８∗

(１．８６８５)
０．２２６５∗∗∗

(６．８９１１)

atanhrho_１２
０．１６４９∗∗∗

(２．９６０７)
０．０２８２
(０．８７４３)

０．２１２５∗∗∗

(３．４８４８)
０．０３０３

(０．７５３２)
０．２７５０∗∗∗

(３．０６４７)
０．０７１１∗∗

(２．５０９２)
０．１７３１

(１．３６５３)
０．２１１８∗∗∗

(６．２３５５)

第一阶段估计—普通话表达能力

报纸使用频率
０．０８４４∗∗∗

(６．９４９４)
０．０３２７∗∗

(２．２８５３)
０．０７６１∗∗∗

(５．３５８７)
０．０５９５∗∗∗

(３．５５０９)
０．０６７３∗∗∗

(４．９３１５)
０．０６４５∗∗∗

(５．２１６３)
０．０７８８∗∗∗

(４．６４５１)
０．０６５７∗∗∗

(４．６１３４)

母亲教育年限
０．０１８２∗∗∗

(４．７８０３)
０．００３８
(０．８７３２)

０．０１１９∗∗∗

(２．７９３６)
０．００５９
(１．２３４０)

０．０１０１∗∗

(２．３５６７)
０．０１５０∗∗∗

(３．９４０５)
０．０１１２∗∗

(２．２７５７)
０．０１０６∗∗

(２．５７０３)

同市其他人平均

普通话水平
０．６１２４∗∗∗

(１８．１３６２)
１．２０４７∗∗∗

(４３．５４９３)
０．６３３５∗∗∗

(１７．７１９４)
１．１３３１∗∗∗

(３２．２６２３)
０．４９３５∗∗∗

(１０．７２７１)
１．０５５８∗∗∗

(４７．３８５１)
０．４５４４∗∗∗

(６．９５２１)
０．９４４９∗∗∗

(３７．３２３３)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检验 ４６５０．２２ ４３８６．２５ ３９９４．９９ ３２９１．８６ ２５８０．７７ ６８３９．００ １９７１．１２ ５６６９．２１

观测值 ４２７０ ３４３３ ３４８８ ２９１６ ２７４７ ４９５６ ２２６７ ４１３７

城乡和户籍两个分组看似相同,实则不同,城乡是控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地区差异,户籍是控制

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户籍差异,因为人是流动的,所以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较为一致的是,在城

乡分组和户籍分组中,CGSS２０１２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农业户口居

民大于非农业户口居民,可能由于当时农村的普通话普及比城市晚,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普通话能

力在农村或者对于农业人口来说属于稀缺资源,对于农村人口的收入效应、自豪感、身份感等影响较

大,因此对幸福感影响更大.而CGSS２０１５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城市居民大于农村居民,非
农业户口居民大于农业户口居民,产生与CGSS２０１２相悖的结论并不矛盾,因为在此时间节点,农村

人口的普通话普及率已经大幅度提升,推普成效显著,农村居民普通话的收入效应逐渐递减,虽然农

村人口的普通话掌握程度大幅提升,但是使用率相对较低,对其日常生活,情绪的舒缓等影响不大,相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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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秦岭 淮河分界线划分:北方地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

等省(直辖市、自治区);南方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浙江、
福建等省(直辖市、自治区).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样本分为北方方言区组和非北方方言区组.前者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北、河
南、山东、陕西、甘肃、宁夏、安徽、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省(直辖市、自治区);后者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山
西、内蒙、湖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直辖市、自治区).



反,城市人口的生活节奏逐年加快、生活压力较大,对于那些仍未掌握普通话的城市人群来说,语言障

碍使其无法获取优质岗位,微薄的工资水平本就使生活陷入窘境,叠加交流受阻不能及时排解情绪、
舒缓压力,双重压力都会对幸福感受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随着普通话普及程度加大,城市居民或非农

业人口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会更加明显.见表７.

表７ 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城乡和户籍分组)

城乡分组(CMP) 户籍分组(CMP)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非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

普通话表达
０．０５５０
(１．３８３４)

０．２１４０∗∗∗

(６．３１９１)
０．２６１１∗∗∗

(５．６４９３)
０．１７２４∗∗∗

(３．８５７９)
０．０５６９
(１．２７８２)

０．１８１８∗∗∗

(５．６３３５)
０．２７００∗∗∗

(４．５１２６)
０．２０７７∗∗∗

(５．４０７６)

atanhrho_１２ ０．０１３１
(０．３４７９)

０．１８９９∗∗∗

(５．３７６０)
０．１９４２∗∗∗

(４．５２３１)
０．１５６０∗∗∗

(３．４５３１)
０．００７６
(０．１７９７)

０．１３９４∗∗∗

(４．２４４５)
０．１８４７∗∗∗

(３．３８８５)
０．１７９９∗∗∗

(４．７２０３)

第一阶段估计—普通话表达能力

报纸使用频率
０．０３９６∗∗∗

(３．５０６７)
０．０８６２∗∗∗

(５．１７２７)
０．０３２０∗∗∗

(２．５９８１)
０．１１５５∗∗∗

(５．２５６８)
０．０４４８∗∗∗

(３．６４０２)
０．０６１４∗∗∗

(４．２０９０)
０．０１６３
(１．１３２３)

０．０９６１∗∗∗

(５．９４７０)

母亲教育年限
０．０１１４∗∗∗

(３．２３３７)
０．０２２２∗∗∗

(４．１７７４)
０．０１５５∗∗∗

(４．２３０８)
０．００５２
(０．８１１３)

０．０１２０∗∗∗

(３．１２８２)
０．０１６９∗∗∗

(３．６７６８)
０．０１２７∗∗∗

(２．９８２６)
０．０１１１∗∗

(２．３１２３)

同市其他人平均

普通话水平
０．８５９０∗∗∗

(３２．６６３９)
１．１１４７∗∗∗

(３７．２１４９)
０．８００１∗∗∗

(２７．５４７９)
１．０３４３∗∗∗

(２７．９７１２)
０．８６８４∗∗∗

(２９．４８３０)
１．０４２６∗∗∗

(３９．０３８０)
０．８０３３∗∗∗

(２２．０６６６)
０．９３７０∗∗∗

(３１．９６３３)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检验 ３３０６．４７ ３８４９．４２ ３５７３．８４ ２６４１．９９ ２５９６．９０ ４６１３．５０ １９６２．６５ ４１８７．７５

观测值 ４２４８ ３４５５ ３８５５ ２５４９ ３３５４ ４３４９ ２４０５ ３９９９

五、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检验

上文假说与推论中,我们认为普通话能力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可能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语言交

流改善心理健康,从而有利于增进幸福;二是语言能力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增强主

观幸福感.这里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检验.
(一)逐步检验法

Baron和 Kenny提出了逐步检验法(CausalStepsApproach)①,用于检验中介效应,此后,该方法

得到了广泛应用②.首先我们利用逐步检验法对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效应渠道进行了检

验.其中,CGSS询问了“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受访者根据自身

情况在选项中做出选择(分别赋值总是－１,经常－２,有时－３,很少－４,从不－５),我们以此作为心理

健康的代理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则使用了受访者年收入的对数作为变量指标.
逐步检验法需要以下三个步骤:步骤一,被解释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回归;步骤二,中介变量对核

心解释变量回归;步骤三,被解释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回归③.基于以上三个步骤,本文

０３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BaronR．M．,KennyD．A．,“TheModeratorＧMediatorVariableDistinctioninSocialPsychologicalResearch:Conceptual,

StrategicandStatisticalConsideration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１９８６,５１(６),pp．１１７３１１８２．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原理可知,将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均纳入模型后,若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都显著,且核心解

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下降,说明部分中介效应存在,即中介变量是核心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渠道之一.



设定中介效应方程组:

happiness∗ ＝δmandarin＋Xγ＋ε (６)

medium_variable＝λmandarin＋Xγ＋ε (７)

happiness∗ ＝α＋βmandarin＋θmedium_variable＋Xγ＋ε (８)
其中,总效应为δ,直接效应为β,中介效应为λ∗θ.表８第(１)列是没有加入中介变量社会经济地位

时,普通话表达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步骤一,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显著;表８第(２)列是普通

话表达能力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即步骤二,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显著;表８第(３)列是加入中介变

量社会经济地位以后,普通话表达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步骤三,CGSS２０１２和CGSS２０１５普

通话表达能力的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８６和００３１７且显著,小于步骤一未加入社会经济地位时普通话表

达能力系数００４４６和００３５７,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是普通话表达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

CGSS２０１２和CGSS２０１５社会经济地位中介效应分别为０１１２９×００５３１和０１２６４×００３１６,总效

应分别为００４４６和００３５７,社会经济地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１３４５％和１１１５％.
我们再来看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表８第(４)列是没有加入中介变量心理健康时,普通话表达能

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步骤一,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显著;表８第(５)列是普通话表达能力对心理

健康的影响,即步骤二,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显著;表８第(６)列是加入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以后,普通

话表达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步骤三,CGSS２０１２和 CGSS２０１５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分别为

００３２７和００２５９且显著,小于步骤一未加入心理健康时普通话表达能力的系数００３８６和００３１７,
表明心理健康是普通话表达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CGSS２０１２和CGSS２０１５心理健康中

介效应分别为００４２２×０１３９０和００３７３×０１５４６,总效应分别为００３８６和００３１７,心理健康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１５２０％和１８２４％.

表８ 影响机制分析———逐步检验法

变量

中介变量:社会经济地位 中介变量:心理健康

(１)因变量:
幸福

(２)因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

(３)因变量:
幸福

(４)因变量:
幸福

(５)因变量:
心理健康

(６)因变量:
幸福

CGSS２０１２

普通话表达
０．０４４６∗∗∗

(５．２１２２)
０．１１２９∗∗∗

(１１．８０４８)
０．０３８６∗∗∗

(４．４７７７)
０．０３８６∗∗∗

(４．４７７７)
０．０４２２∗∗∗

(４．０７９０)
０．０３２７∗∗∗

(３．８４６１)

收入对数
０．０５３１∗∗∗

(５．２２１６)
０．０５３１∗∗∗

(５．２２１６)
０．０５１５∗∗∗

(４．２１４５)
０．０４６０∗∗∗

(４．５７６５)

心理健康
０．１３９０∗∗∗

(１４．８５２４)

其他解释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百分比
１３．４５％ １５．２０％

CGSS２０１５

普通话表达
０．０３５７∗∗∗

(３．７５４６)
０．１２６４∗∗∗

(１０．５３１３)
０．０３１７∗∗∗

(３．３０８５)
０．０３１７∗∗∗

(３．３０８５)
０．０３７３∗∗∗

(３．４８６２)
０．０２５９∗∗∗

(２．７４５８)

收入对数
０．０３１６∗∗∗

(３．１８８９)
０．０３１６∗∗∗

(３．１８８９)
０．０５６４∗∗∗

(５．１０３２)
０．０２２９∗∗

(２．３３９２)

心理健康
０．１５４６∗∗∗

(１３．９８９１)

其他解释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百分比
１１．１５％ １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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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Bootstrapping检验

与其他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比,Bootstrapping方法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是公认的可以检验系数

乘积λ∗θ的较好方法①.因此,我们又使用了该方法对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效应进行了

进一步检验.按照以往经验,设定抽样次数为５００,表９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和心理健康间接效应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０,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中介效应和心理健康中介效应成立.具体地,CGSS２０１２和

CGSS２０１５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效应分别为０００６０和０００４２,总效应分别为００４４６和００３６１,社
会经济地位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１３４５％和１１２０％.CGSS２０１２和CGSS２０１５心理健康的中

介效应分别为０００５９和０００６０,总效应分别为００３８６和００３１８,心理健康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１５２８％和１８２９％.Bootstrap检验结果与逐步检验法的结果基本一致.基于以上分析,有证据表明

普通话能力通过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渠道影响主观幸福感.

表９ 影响机制分析———Bootstrap检验

中介变量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值 P＞|z| ９５％置信区间
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百分比

社会

经济

地位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４ ４．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８７)

直接效应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０９０ ４．３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１,０．０５６０)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４ ２．９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６７)

直接效应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１０１ ３．１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０,０．０５１４)

１３．４５％

１１．２０％

心理

健康

CGSS２０１２

CGSS２０１５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６ ３．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８,０．００８９)

直接效应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０９２ ３．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６,０．０５０８)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９ ３．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９４)

直接效应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０９７ ２．６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９,０．０４５０)

１５．２８％

１８．２９％

六、结论

语言是一种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资源.普通话熟练者往往更容易获得培训机会、掌握工作

技能、扩展社交网络,进而可能更容易产生更加强烈的自我价值意识、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和主观幸

福感受等等,但是社会各界对于普通话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还没有形成系统、明确的认识.本文利用

CGSS２０１２和CGSS２０１５的数据考察了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良
好的普通话能力能够有助于提升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且这种影响十分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普通话

能力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城乡和户籍差异,女性普通话表达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

程度比男性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和非农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普通话能力水平更加敏感.逐步检

验法和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显示,普通话能力可以通过作用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渠道进

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本文的贡献在于,从语言的角度较为新颖地分析了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

中介效应检验对普通话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和途径进行了探讨,既是对已有主观幸福感研究

文献的补充,又为社交网络的维系、不良情绪的舒缓、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等现实问题提供新的理论

依据和思路借鉴.同时,本文还加深了人们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政策更深层次的认识.学习

２３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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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有助于人们提高经济收入、摆脱物质上的贫困,也有助于居民摆脱心理

上的贫困,进而享有更加富足、幸福、和谐的生活.这对于建立语言扶贫的长效机制①、推普助力乡村

振兴②等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LanguageMakesLifeBetter:TheImpactofMandarinProficiency
onResidentsSubjectiveWellＧBeing

ZhangWeiguo　ChengShi
(TheCenterforEconomicResearch,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Therecognitionofthatlanguageaffectsindividualsincomeandeconomicstatushasalong
historyinthe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oflinguisticsandeconomics．InChina,theeconomicresearch
onlanguagehasgraduallyincreasedrecently．Intheseresearches,languageismostlyregardedashuＧ
mancapital,andscholarsfocusmoreontheeconomicstatusofindividuals．However,ononehand,

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theeconomyandtheimprovementofresidentslifequality,peopleare
payingmoreattentiontothelifesatisfactionandhappinessinrecentyears;ontheotherhand,itis
welldocumentedthatlanguagecanaffectincomeandincomecanalsoaffectwellＧbeing,which
promptsustoexaminetherelationshipbetweenlanguageandwellＧbeing．
Asweallknow,subjectivewellＧbeingisanimportantyardstickforpeopletoevaluatethequalityoflifeand
satisfaction．Therefore,basedonreality,weshedlightonthatlanguageasanimportantanalyticalvariable,

canreasonablyexplainphysicalandmentalhealth,lifesatisfaction,andsubjectivewellＧbeing．Usingthe
datafromtheChinaGeneralSocialSurvey (CGSS),weinvestigatetheinfluenceand mechanism of
mandarinproficiencyonresidentssubjectivewellＧbeing．WefindthataftercontrollingfordemographicindiＧ
cators,economicandsocialfactors,mandarinabilityispositivelycorrelatedwithresidentssubjective
wellＧbeing．Thesubstitutionvariablemethodandtheinstrumentalvariableregressionbasedonthe
ConditionalMixedProcess (CMP)modelshowthatthepositiveimpactofmandarinabilityon
residentswellＧbeingisrobust．Themandarinproficiencyofwomen,southernresidents,urbanresiＧ
dents,andnonＧagriculturalpopulationhasmoreobviousimpactonwellＧbeing．TheresultsofCausal
StepsApproachandBootstrappingtestshowthatmentalhealthandeconomicstatusplayanimporＧ
tantintermediaryroleintherelationshipbetweenmandarinabilityandwellＧbeing．
Thispaperdeepenstheunderstandingofthenationalcommonlanguagepromotionpolicy．Itcanbe
seenthatlanguageabilityhasahappyeffect．ThecountryshouldcontinuetostrengthenthepromoＧ
tionofmandarin,createmorefavorableconditionsforthepeopletolearn mandarin,andserve
peoplespursuitofabetterandhappierlife．
Keywords:Mandarinproficiency;SubjectivewellＧbeing;Mentalhealth;Laborearning;Mediatin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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